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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的兴与衰

李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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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公共住房是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旨在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难题的一项城市政

策。建成的高层公共住房虽缓解了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短缺的压力，却因种族隔离、贫困集中、治
安犯罪、社区衰败等问题频发，不到半个世纪即被大量拆毁。高层公共住房之所以短期内由盛转

衰，主要原因不在该计划建筑规划、政策设计及运营管理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二战后美国政

府牺牲低收入阶层利益，配合宏观上城市政策的整体转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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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共住房( public housing) ，是指政府为城市低收入住户建造、管理和维护的低租金住

房。［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高层公共住房计划。建成的高层公共住

房占全国公共住房总量 1 /4 强，［2］却在投入使用后饱受种族隔离、贫困集中、治安犯罪、社区空置等

问题的困扰。1974 年，联邦政府停止了高层公共住房建设，建成的高层公共住房也在不到半个世

纪内大量被拆毁或重建为低层社区。二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衰，在国外学界受到高度关注。
既有成果大多基于圣路易斯市普鲁伊特 － 艾格社区( Pruit-Igoe) 等典型高层公共住房衰败案例研

究，认为高层公共住房之所以短期内由盛转衰，是因为该计划本身存在问题，包括建筑设计“缺乏

保障安全需要的、贴近地面的有效监控”; ［3］政策设计存在漏洞，尤其“挑选租户方面的规定会加剧

贫困与隔离”; ［4］运营管理不善，地方管理机构时常“好心办坏事”。［5］总的说来，国外学界的研究偏

重对高层公共住房计划作微观层面的分析，较少注意战后美国城市化及城市政策的新变化等宏观

因素的作用，这种倾向也影响了我国学界的初步研究。［6］然而，这些建筑规划、政策设计及运营管

理等微观层面的结论，并不足以解释历来热衷低层设计的美国，为何会在二战后迅速掀起一场遍及

美国各大城市，又基本局限在低收入公共住房领域的高层住房建设热潮; 也无助于解读从设计规划

到人口构成不尽相同的大量高层公共住房社区，缘何在短短几十年内普遍呈现衰败之态。有鉴于

此，本文拟将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衰史置于战后美国城市政策转型的宏观视角下进行考察，以期得出

更有价值的认识。

一、二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起

在美国，公共住房计划是一项 20 世纪才启动的崭新国家政策，打破了联邦不干预城市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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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该政策初期产生了积极效果，至二战后美国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危机再现，联邦政府又

一次实施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建设计划，高层公共住房建设热潮由此兴起。
早在 19 世纪后期，严重的贫民窟问题就引发了美国城市住房改革运动。政治家、市政规划人

员、人文主义者、企业家及记者等纷纷发表文章，形成了早期的城市住房改革理论。不过，受美国地

方自治影响，联邦政府长期不干预城市住房领域。① 1920 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城

市化国家。当时大量外来移民和南部黑人涌入城市，城市住房的建设和改善却没有及时跟进，致使

住房紧缺，房价高涨，贫民窟进一步增多。到 1929 年经济危机爆发，大量城市居民失业，无法按期

支付住房按揭贷款而被银行收回住房，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这成为当时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地方

政府无力应对，迫切需要联邦的介入与干预。伊迪斯·伍德 ( Edith E． Wood ) 、凯瑟琳·鲍尔

( Catherine Bauer) 等学者推动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并出台了美国历史上首部公共

住房法案———《1937 年美国住房法》( United States Housing Act of 1937) 。不过，由于二战的爆发，

新政时期的公共住房建设计划很快被搁置，截至 1941 年，全国仅完成建筑工程 511 项，新建公共住

房 161 162 套。［7］新政时期的公共住房政策被认为是有实效的，不仅帮助了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

( Lawrence Friedman) 所称的大危机中“淹没的中产阶级”( submerged middle class) 渡过难关，也切

实提高了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居住质量。当时不断有住户反映“公共住房对他们的居住质量带来

了实质性的提升，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用上自来水，集中供暖和入户服务”。［8］

二战后，美国城市住房问题再次凸显。从战后初期的城市住房研究报告中不难看出，高层公共

住房计划针对的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最为棘手: 其一，供应问题。自大萧条起，美国建筑业几

近崩溃，住房供应量锐减。截至 1945 年 11 月，全美可租售空置房源仅占总房产的 1． 4%。［9］而随

着战后军人大规模复员，新家庭数量爆炸性增长，“婴儿潮”接踵而至，城市普遍陷入“房荒”危机。
据估计，自 1944 年起，全美每年须新建住房 100 多万套，多数须为中低价住房，且出租房需求又要

多于出售房。［10］其二，质量问题。早在 1939 年，美国就有 620 万套城市住房属非标准住房，其中又

有 260 万套属于亟待大力维修的危房，140 万套未配备自来水设施，375 万套无入户厕所，500 万套

缺乏私人浴室。二战期间美国虽然进行了战时住房建设，但截至 1947 年 4 月，亟待维修的非标准

住房仍接近 520 万套。［11］其三，居住隔离问题。自 20 世纪初，许多美国城市制定种族隔离法令。
30 年代，联邦政府又在住房市场实施“红线政策”( Ｒedlining) ，将种族构成视为房地产开发价值评

定的重要因素。二战期间至战后，大量黑人迁入城市，遭到了白人的抵制与这些政策法令的限制，

被隔离在城市聚居区内。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面临的住房问题更为严重。据统计，1947 年有色

人种集中的城市住房中 1 /4 急需大修; 其住房非标准比例是白人的近 6 倍，居住拥挤比率则是白人

的 4 倍。［12］

如何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又一次摆在了美国决策者面前。1949 年 7 月，联邦政府出台了美国

历史上著名的《1949 年住房法》( Housing Act of 1949) ，提出“为每一个美国家庭提供体面而舒适的

居住环境”。［13］该法案第三章是对《1937 年美国住房法》公共住房计划的重新启动，规定 6 年内新

建 81 万套低租金公共住房。［14］这一数量相当于当时全国住房预计总需求量的 10%。［15］与此同时，

公共住房在设计构思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法国建筑大师勒·科布西耶( Le Corbusier) 倡导的高层现

代主义建筑在战后美国备受青睐。其实，美国国土资源辽阔，人口分布高度分散化，人们长期倾向

于自由度大的离群索居生活，低层、低密度住房一直是既符合美国国情，又迎合美国人意愿的首选。
因此，二战以前美国公共住房在建筑形式上多为 2 层至 4 层，横向铺陈的花园公寓、独栋及联排公

寓和无电梯公寓。不过，二战后，7 层甚至更高、有效利用垂直空间的高层公共住房设计之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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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政以前美国联邦政府仅在一战期间为缓解劳工住房危机首次建设过少量公共住房。参阅李莉:《一战
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劳工住房计划探析》，《世界历史》2014 年第 3 期。



第 3 期 李 莉: 二战后美国高层公共住房的兴与衰

在人口稠密、地价高企的大城市盛行。纽约市是高层公共住房建设的先锋城市，早在《1949 年住房

法》出台前就开始尝试建设高层公共住房。仅 1946 年至 1958 年间，该市就在东哈莱姆、南布朗克

斯、中布鲁克林以及曼哈顿下东区修建了约 14． 8 万套高层公共住房。［16］《1949 年住房法》颁布后，

紧随纽约的脚步，在圣路易斯的普鲁伊特 － 艾格，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之家 ( Ｒobert Taylor
Homes) 、卡布里尼 － 格林( Cabrini-Green) 、亨利·霍纳之家( Henry Horner Homes) ，巴尔的摩的拉

法耶特庭院( Lafayette Courts) 、费城的米尔克里克( Mill Creek Houses) 与剑桥广场( Cambridge Pla-
za) 等社区，一大批高层公共住房破土动工。

由此，战后美国出现了一场持续约 30 年的高层公共住房建设热潮，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美国国会停止除老人公寓外的高层公共住房建设。该时期高层公共住房的建成量不容小觑，到 20
世纪末仍然占据美国公共住房总数的 27%，与占比 32% 的花园公寓( garden apartment) 、占比 25%
的独户或联排公寓( single-family home or townhouse) 和占比 16%的低层楼梯房( low-rise walk-up) 一

起构成美国公共住房的四种基本类型。［17］

二、出人意料的高层公共住房衰败

当高层公共住房建设热潮兴起之时，美国社会对这项政策的期许可想而知。不过，出人意料的

是，不足半个世纪，大量建成的高层公共住房陆续衰败了。
前文提及，二战后到 70 年代中期一场仅约 30 年的高层公共住房建设热潮中，建成的高层公共

住房量就占到了美国公共住房总量的 1 /4 强。其中，20 世纪 50 年代全美最具代表性的高层公共

住房项目普鲁伊特 － 艾格社区在 57 英亩土地上建成 33 栋 11 层的高楼，为圣路易斯市提供了 2870
套住房; 而 60 年代的典型代表罗伯特·泰勒之家则在 92 英亩土地上建设了 28 栋 16 层的高楼，为

芝加哥市提供了 4400 套住房。［18］纽约市建成的 14． 8 万套高层公共住房，容纳了 55． 5 万人居住。
这一数字与当时明尼阿波利斯全市总人口数量相当。［19］客观上讲，就缓解战后“房荒”，补充城市低

收入阶层房源而言，联邦政府高层公共住房计划的政策效果是显著的。
与此同时，各大城市高层公共住房社区初开放时，居民普遍对这些新社区充满爱意。“我们觉

得这就是天堂”，“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能住的最好的房子”，这样的描述在对当时居民的采访中反

复出现。几乎每个城市里排队候选的家庭都很多，能够迁入高层公共住房社区的家庭“为能逃离

城市贫民窟并入住配有现代设施、多卧室及带有租金补贴的公寓感到庆幸”。［20］

然而，随着这批高层公共住房投入使用，负面问题却接踵而至。具体包括:

其一，高层公共住房虽提供了大量房源，但空置率却高于同时期的低层公共住房，且不断上升，

居高不下。例如，1957 年普鲁伊特 － 艾戈社区初开放时，空置率约为 9%。其后不到 15 年，1970
年空置率竟然达到了 65%，而同年圣路易斯市低层公共住房的空置率仅为 8%，全市各类住房平均

空置率则为 10%，都远远低于普鲁伊特 － 艾戈这个高层公共住房社区。［21］与之相似，泰勒之家的

空置率常年维持在 1 /5 左右，而卡布里尼 － 格林社区更高至 1 /3。［22］居高不下的空置率，使得高层

公共住房最终成为各大城市房源中的“鸡肋”，很多被拆除，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其二，高层公共住房虽迎合了现代主义风潮，但居住质量却没有明显提升。比较 1950 年至

1970 年间美国公共住房与私人住房的建设成本，仅 1950 年持平，1958 年公有住房略高，其余年份

公有住房成本都明显低于私人住房。［23］严格的成本控制意味着建筑规格的下调。50 年代曾有前

苏联建筑师代表团批评亨利·霍纳之家竟然用煤灰板代替石灰板做内墙。［24］ 1965 年詹姆斯·贝

利( James bailey) 则公开批评普鲁伊特 － 艾戈社区“根本没有什么景观美化”。［25］在初搬入新社区

的欣喜过后，高层公共住房居民越来越多地遭遇这些居住质量方面的问题。同时，故意破坏设施的

行为又成为高层公共住房社区存在几十年的一大顽疾，包括向窗外丢垃圾，随地小便，故意敲破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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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等。以纽约市为例，1972 年该市公共住房系统更换窗玻璃 18． 8 万多扇，成本超过 120 万美元，

清理墙壁涂鸦的花费更达 300 万美元。［26］

其三，高层公共住房日益沦为城市有色人种隔离区。二战前，贫困的白人与有色人种都申请入

住公共住房。［27］但是二战后，白人住户逐步逃离了公共住房区，而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逐渐占据

了公共住房住户的大多数。［28］到 70 年代初，70% 的公共住房住户为有色人种，在亚特兰大与芝加

哥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 95%。隔离的问题在高层公共住房社区更为严峻，像芝加哥卡布里尼-格
林这种原本由意大利裔、爱尔兰裔、波多黎各裔和黑人等多族裔入住的高层社区，就曾在短短几年

内演变为完全隔离的黑人区。［29］

最后，高层公共住房不仅没有解决前述三方面的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反而因为聚集了大

量的贫困人口，成了城市衰败问题的集中地。芝加哥、纽约、圣路易斯等市的高层公共住房隔离、失
业、单亲、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突出，不少社区甚至沦为毒品流通、帮派暴力以及有组织犯罪的天

堂。据报道，仅 1969 年一年，普鲁伊特 － 艾格社区就发生了 10 起谋杀，14 起强奸，129 起暴力袭

击。［30］自 60 年代开始，这些衰败的高层社区遭到全美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是否继续保留它们，成

了各大城市市政府的一块“心病”。
1973 年，圣路易斯市选择爆破拆除普鲁伊特 － 艾格社区，这成为全美高层公共住房计划退潮

的一个显著标志。一年后，《1974 年住房与社区发展法》( the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 of 1974) 叫停了高层公共住房建设。1992 年，国会实施了“希望六号”计划( the HOPE VI pro-
gram) ，开始陆续拆除严重衰败的高层公共住房社区，重建为低层、混合收入的联排式和公寓式社

区，其中“巴尔的摩市有望成为全美首个完全拆除高层公共住房的城市”。［31］

三、高层公共住房与宏观城市政策转型

不足半个世纪，高层公共住房由盛转衰。高层公共住房计划也因此被学界称为美国历史上一

项失败的城市政策。然而，既有研究侧重于从微观层面解读联邦政府的高层公共住房计划，过于苛

责计划本身，未能对宏观的城市政策转型给予足够的重视。
前文提及，美国学界大多从普鲁伊特 － 艾戈等高层公共住房典型衰败案例出发，认为高层公共

住房计划在建筑规划、政策设计及运营管理等微观层面上存在问题，致其短期内由盛转衰。这种观

点也深刻影响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走向。20 世纪后半期联邦政府的城市与住房政策报告多在

指责“高层公共住房行不通”“反社会”，甚至把责任归咎于支持高层建设的建筑师们。到 1992 年，

当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杰克·坎普( Jack Kemp) 宣布开始实施“希望六号”( the HOPE VI
program) 计划治理全国衰败公共住房的时候，他明确引用普鲁伊特 － 艾戈高层公共住房社区作为

过去自由主义政策失败的一个明证。［32］然而，70 年代中期以来的高层公共住房停建与拆除政策却

引发了更多的矛盾: 一方面，停建使许多城市“申请入住公共住房的家庭要排号等待好几年”，“一

位 36 岁的巴尔的摩母亲在等待过程中整日忧心自己与 3 个孩子要露宿街头”。［33］另一方面，拆迁

出现了地方政府为达目的而有意忽视社区失修及闲置问题的“事实拆迁”( De Facto Demolition) 行

为，相当一批原公共住房住户遭到驱逐而无家可归。［34］

有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反思完全否定高层公共住房的观点，提出如下问题: 如果

说 11 层高的普鲁伊特 － 艾戈社区与 16 层高的泰勒之家因其设计而失败，那么，30 层高的纽约市

马球场塔楼区( Polo Grounds Towers) 运营情况何以良好?［35］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层公共住房存在

的犯罪与故意破坏行为与低层公共住房社区居民所遭遇的相同问题有何实质不同?［36］在美国大量

衰败的高层公共住房缘何在“北欧、新加坡、香港等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效庇护成千上万低收入租

户?”［37］当然，这些质疑主要是利用反例来说明之前政策评价的不合理性，依然延续了偏重微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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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传统。少量可运营的美国高层公共住房例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仍旧无法解释美国

战后那场普遍性的高层公共住房兴衰现象。
其实，要解读这场高层公共住房计划的兴衰，必须考虑该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城市政策的组成部

分这个前提。而一旦我们回到美国城市政策整体框架下进行思考，会发现宏观城市政策的转型才

是高层公共住房兴衰命运的真正推手。具体表现在:

首先，战后美国城市政策重心转向郊区，加速了高层公共住房所在中心城市的衰败。具体包

括: ( 1) 1945 年至 1965 年，美国联邦住房署( Federal Housing Authority，《1934 年全国住房法》设置)

担保新建了 2600 万套独户住房，基本位于中心城市以外的郊区。［38］( 2) 战后至 60 年代初，“红线政

策”进一步强化。在底特律市区，开发商甚至发现，只有修建一堵 6 英尺高、半英里长的混凝土墙

将他所开发的白人区与附近的黑人区隔离开，联邦住房署才肯为他的白人住宅区提供担保。［39］“红

线政策”致使大量住房开发贷款刻意避开有色人种集中的中心城市，流向白人多的郊区。( 3) 1944
年至 1956 年，联邦三次颁布公路法。仅《1956 年州际高速公路法》( Interstate Highway Act of 1956)

就修建了 5000 英里的城区环城公路和辐射状公路，便利了城市与郊区之间的流动。［40］上述联邦政

策推动战后中心城市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向郊区转移，70 年代郊区人口最终超过了城市人口。中心

城市却遭遇多重困境: 一是人口数量上，自 1950 年开始，芝加哥、纽约等高层公共住房集中的大城

市人口普遍减少，其中底特律市区人口甚至下降了 20%。［41］二是种族构成上，出现以白人为主的

郊区和以黑人为主的中心城市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三是城市管理上，中心城市税基严重受

损，财力萎缩，公共服务负担反而加重。到 1970 年，前 12 大的美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 12%，医

疗和社会福利开支却占到全国总量的 40%。［42］

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起，本是基于一种发展预期，即二战后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会进一步增长，

城市住房会更为拥挤和不足。然而，中心城市的衰败，使预期的城市增长化为泡影。城市人口的减

少，导致高层公共住房社区空置率的上升。城市种族构成的变化，带来高层公共住房社区沦为有色

人种隔离区的命运。城市财政危机直接困扰着高层公共住房社区的教育、卫生与治安方面的投入。
到 60 年代“城市危机”爆发，种族骚乱、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更是以高层公共住房社区

最为集中。
其次，战后美国城市政策偏重清理与商业开发，将原贫民窟动迁户的安置难题转嫁给了高层公

共住房计划。1949 年至 1974 年，联邦先后颁布十多项法案，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城市更新

运动”，试图通过贫民窟清理、衰败区改造及建设公共住房来解决城市问题。自更新运动伊始，

《1949 年住房法》就取消了《1937 年美国住房法》关于清理旧房须与建设新房数量相当的“等量清

除”原则。［43］其后，1954 年法案明确将联邦拨款中的非住房开发的份额定为 10%，1959 年提高到

20%，1961 年增加到 30%，到 1965 年更是上升到 35%。［44］上述联邦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城市贫民窟

清理大于建设的问题。1949 年至 1967 年，全美被清理的住房已近 40 万套，而同时期在被清理的

原址上建成的公共住房仅 10 760 套。［45］许多大城市因此出现极大的住房缺口。在巴尔的摩，这个

缺口多达 7136 套，费城、波士顿、辛辛那提等市的房产缺口也都在 5000 套以上。［46］显然，地方政府

必须寻找到迅速增加房源的有效途径，弥补这些住房缺口，进而解决被清理的贫民窟区域大量动迁

户的安置问题。
高层公共住房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为了解决城市贫民窟清理带来的动迁安置问题。

毕竟高层项目占地少，又可以集中提供大量房源，既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动迁户的问题，被清理的区

域再开发的地皮又可挪作商用或是其他用途，为地方创造更大的收益。然而，这样的动迁只是把居

民径直填塞进高层公共住房里集中起来，原有的贫困、种族等各种问题也只是随着动迁户“搬上

楼”，并未有实质的改善。且相对于设计上较为分散、占地更广的低层公共住房而言，高层公共住

房项目在贫困、种族、治安等问题上的情况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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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战后美国城市政策侧重鼓励住房自有，限制以出租为目的的公共住房。随着冷战的形

成，郊区建房与购房在美国具有了爱国主义性质，公共住房则被指责为“共产主义”的巢穴、“国家

走向社会主义化的第一步”。［47］除前文提及的美国联邦住房署对 2600 万套独户住房的贷款担保

外，1945 年至 1950 年联邦先后三次修改《1944 年军人再调整法》( The Servicemen’s Ｒeadjustment
Act of 1944) ，为退伍军人购房提供贷款担保和其他优惠，但仅限购房自有的情况。［48］到 1956 年退

伍军人自有房产者的比例达到 42%。［49］与此同时，《1949 年住房法》明令禁止公共住房建设带有

“精致或奢侈的设计或材料”，并要求公共住房项目“优先选择需求最迫切的家庭”，避开联邦优惠

政策下有能力购房的住户。［50］上述联邦政策大幅提升了美国人的住房购买力，退伍军人、劳工与中

低阶层普遍加入了购房的大军。［51］同时这些政策在私人房地产开发领域，催生了以“莱维敦”( Lev-
itowm) 为代表的大规模房地产装配线流水作业的开发方式。当时“莱维敦”的建设速度可以达到

每周建成 150 栋住房，即每 15 分钟建成 1 栋。在此背景下，战后美国住房自有率迅速抬升，仅 1945
年底至 1956 年十年间，住房自有率就由 51% 上升至 59%。到 1960 年，约 2 /3 的美国人拥有其住

房的产权。［52］

高层公共住房的设计，比花园公寓等低层公共住房对美国人的吸引力更低，更能确保项目本身

不会与“莱维敦”这样的私人开发房产形成竞争。因此，二战后高层公共住房计划比低层公共住房

遭遇的社会阻力更小，得以大规模投建。而随着大量劳工阶层购买住房自有，高层公共住房的服务

对象也发生了变化。自新政到 40 年代末，公共住房租户主要由“淹没的中产阶级”构成。学者劳

伦斯·弗里德曼所称的“淹没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受 1929 年大危机冲击而暂时失业或就业不足，

却努力争取更好生活的劳工阶层家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通过接受公共资助摆脱了困境。［53］但

进入 50 年代，公共住房租户开始由更为穷困且长期失业的家庭组成，这些家庭改善经济进而搬出

公共住房的能力和动力更为缺乏。这种情况意味着，战后大量开放的高层公共住房社区与新政时

期的那些公共住房社区迥然不同。当绝大多数社区住户就业不足或长期失业，高层公共住房社区

房产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继续循环的可能性。一方面，一大批贫困住户，这其中甚至包括一部分故意

破坏设施者、吸贩毒者、帮派分子等，长期聚集在高层公共住房社区，直接导致了社区建筑设施毁坏

与社会问题不断; 另一方面，正在申请入住公共住房的家庭会刻意避开这样的高层公共住户社区，

去选择低层公共住房社区; 同时，周边普通社区也常常会受到高层公共住房各类问题的负面影响，

导致经济状况较好的原住户会尽量搬离。最终，高层公共住房社区及周边区域往往沦为二战后中

心城市衰败的集中地。
总的说来，高层公共住房之所以出现规划设计、成本限制、高空置率到贫困人口集中、种族隔

离、管理运营等各种问题，主要原因不在计划本身。上述三方面的城市政策转型，一方面需要高层

公共住房帮助配合应对战后“房荒”，解决城市更新的安置问题，为联邦购房优惠政策无法惠及的

最低收入群体提供容身之所; 另一方面，这种转型又在推动郊区化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引发了高层

公共住房所在城市的衰败与财政危机; 在清理了大量贫民窟用于商业开发的同时，挤压了高层公共

住房的用地与选址空间; 在推动住房自有率上升的同时，限制了以出租为目的的高层公共住房的发

展。可以说，高层公共住房实际沦为了二战后城市政策转型的“牺牲品”。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层公共住房作为一项专门针对城市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联邦城市政策，实际沦

为了配合二战后城市政策整体转型的“牺牲品”。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得到的认

识，却长期未能引起美国学界与政府足够的重视。多年来，基于普鲁伊特 － 艾戈等高层公共住房典

型衰败案例的微观研究形成的主流观点，认为高层公共住房计划在建筑规划、政策设计及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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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微观层面上存在问题，致其短期内由盛转衰。我们承认，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其价值。例如，

2017 年 6 月伦敦格伦费尔特大厦( Grenfell Tower) 火灾事件也再次证明了国外学界关于高层公共

住房设计安全隐患方面研究的重要性。［54］这些微观层面的认识，往往是宏观研究容易遗漏的。但

是，仅从微观层面获得的认识，无法系统且合理地解释高层公共住房在二战后的美国迅速兴起又普

遍衰败的这一宏观历史现象。
因此，对战后高层公共住房兴衰的解读，不应是各种公共住房案例微观研究的简单相加。只有

将高层公共住房计划置于二战后美国城市政策转型的宏观视角下，将微观层面的认识与战后郊区

化、中心城市衰败、种族问题变化乃至国际上冷战形成等宏观层面的因素联系起来，才能发现，高层

公共住房计划本来作为美国联邦政府针对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城市政策出台，但二战后城市政

策的转型却在实质上改变了该计划的宏观政策定位。高层公共住房的兴起，不再是只为解决城市

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更是要配合美国城市政策推动郊区化、城市更新及提升住房自有等其他目标

的实现; 而高层公共住房的衰败，又恰恰是城市政策转型过程中，政府保护郊区、私人市场、白人群

体与地方商业开发利益等，忽视和牺牲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而带来的恶果。总之，二战后高层公

共住房短期内由盛转衰，主要原因不在计划本身，而是源自美国政府牺牲低收入阶层利益，配合二

战后城市政策转型这一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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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igh-Ｒise Public Housing after World War II

LI Li
(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High-rise public housing was the U． S． federal government’s low-income urban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rise public housing helped relieve the housing shortage of low-income families，but most high-rise
projects suffered from various problems，such as racial segregation，poverty concentration，crime rampancy and declining
communities; as a result，many high-rise buildings were demolished in less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hort-term rise and fall of high-rise public housing lies not in the microcosmic problems of the project such as architectural
planning，policy design and management，but in the sacrific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low-income class by the U． S． govern-
ment in the macro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post-war urban policy．

Keywords: U． S． ，high-rise，public housing，urba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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